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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首先回忆了刘叔新、张志毅在辞书编纂、辞书学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接着讨论中国辞书史上

发生的三大转变,即辞书编纂由个人独作到团队合作,政府角色由颁行者到引导者, 编者身份由政府背景转向

学者背景;然后指出当下辞书发展的目标是建设优质辞书与数据库,学术目标是出理论、出人才,社会目标是发

挥好辞书的存储集体记忆、社会知识服务的功能;最后讨论融媒体时代的特点是各媒体的迭代而存、信息传递的

碎片化及其交互性,而所谓“融媒辞书”,本质就是跨界关联,是不同媒体的融合、编纂者与用户之间的融合、辞
书与相关资源的融合。 由平面辞书向融媒辞书发展,也可以看作中国辞书史正在发生的第四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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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辞书学研究和辞书事业的发展,不仅要

借鉴国外辞书及辞书学发展的经验,而且更要总

结中国辞书发展的历史,萃取中国的历史智慧。
第七届汉语辞书高层论坛,主题之一是探讨刘叔

新、张志毅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这也是探讨中国

辞书学经验的一部分。 本文从两位先生的辞书研

究成就谈起,论及中国辞书史的若干走势,直到当

前的“融媒辞书”和辞书生活。

　 　 一、刘叔新、张志毅先生的“辞书人精神”

　 　 张志毅先生已仙逝五年,刘叔新先生辞世也

有三年。 在此期间,我们痛惜两位先贤的逝世,又
庆幸两位学果长青,泽被后世。 两位先生的词汇

学词典学研究虽各有所侧重,但也经常紧密呼应,
互相支撑,共谱学界佳话。
　 　 (一)两位先生的辞书编纂实践

　 　 词义的认知、概括、分析、描写等,都有较强的

主观性,释义是词典编纂的高难度动作。 同义词

词典编纂,要在普通词典释义基础上再比同求异,
准确描绘词义差异,这是词义的高层次加工。 因

此,同义词词典编纂一直是词典编纂的皇冠明珠。
　 　 1987 年,刘叔新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同义

词词典》出版,这是一部按照刘氏同义词理论编

纂的词典,词义辨析细致,词义区别的说明清楚,
曾获 1988 年全国优秀图书奖及天津市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一等奖。
　 　 1981 年,张志毅先生的《简明同义词词典》在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 这部辞典的编纂,始于张先生的中学

时代,其中有 20 年的沉寂期。 1987 年,日本出版

了修订译本,取名《中国语同义语辞典》,说它“是
学习和研究汉语必备的工具书”;中国学者说它

是“为数极少的被译成外语的汉语书”。 2005 年,
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张志毅先生的 90 万字的《新
华同义词词典》,这代表着张先生同义词词典编

纂的高峰。
　 　 除了同义词词典,两位先生还编纂或参编了

大量辞书。 1998 年,刘叔新先生出版了《中学语

文学习词典》;2009 年,刘先生又与秦飙、朱天吉

合作出版《疑难字简明字典》。 张志毅先生更注

重反义词词典的编纂,在这方面与夫人张庆云教

授携手共进,1986 年,夫妇二人在齐鲁书社出版

《汉语反义词词典》,2003 年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

版《汉语反义词大词典》,2008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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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新华反义词词典》(中型本)。 同时,张志毅先

生还是《汉语大词典》的分卷主编。
　 　 (二)两位先生的辞书理论探求

　 　 两位先生不仅编写了数部优秀辞典,还建构

起各具特色的词汇学、词典学理论体系,在学术上

竖起了两面理论旗帜。 早在 1975 年,刘叔新先生

即与李行健先生合作出版《怎样使用词语》,该书

后来更名为《词语的知识和运用》,数次印刷,印
数高达 20 多万册。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词汇

学与词典学问题研究》,是刘叔新先生的成名作。
1990 年,刘先生《汉语描写词汇学》 [1] 出版,是汉

语词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1994 年作为“著名中

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首批五本之一的《刘叔新自

选集》 出版。 2006 年出版 《词汇研究》,该书为

“20 世纪词汇语义学丛书”之一。
　 　 张志毅先生在大学三年级时,汲取俄国与欧

美的学术营养,完成《确定同义词的几个基本观

点》,这是同义词词典编纂方法的奠基性论文。
1980 年,他在《中国语文》发表了《同义词词典的

编纂法的几个问题》,为同义词的辨析作了条分

缕析的说明。 在反义词词典理论方面,张先生夫

妇连续发表《反义词词典编排问题》(《辞书研究》
1988 年 3 期)、《反义词词典的释义和举例》(《辞
书研究》1988 年 3 期)、《反义词词典收的应是词

的最佳反义类聚》(《中国语文》1989 年 4 期)等。
1999 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现代语文性辞书

的整体观》,是其词典学理论实现转折的标志。
张志毅先生 2001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汇语

义学》 [2],被国务院学位办评定为“研究生教学用

书”。 张志毅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完成、出
版了学术专著《理论词典学》 [3]。
　 　 两位先生的学术研究,既有学术上的共同旨

趣和共同追求,又有辉映互补的各自特色,成为词

汇学和词典学界的两座丰碑。 今天,弘扬两位先

生的学术思想,切实走出我国的辞书强国之路,就
是要总结学界、辞书业界的经验,探讨信息化时代

辞书的发展变化,丰富国人的辞书生活。

　 　 二、中国辞书史上的三大转变

　 　 在钱剑夫[4]、刘叶秋[5]、雍和明等[6]、王东海

等[7]的汉语辞书理论史的研究中,都涉及辞书编

纂工作和编纂组织。 我们提出汉语辞书历经萌芽

期、发展期、完善期、转型期(低谷期)、繁荣期、二
次转型期等阶段[8]。 在这些阶段中,辞书发生了

三大转变:辞书编纂由个人独作到团队合作;政府

角色由颁行者到引导者;编者身份由政府背景转

向学者背景。
　 　 (一)由个人编纂到团队合作

　 　 古代辞书往往是一人之力,极少采用团队合

作方式。 如许慎独自纂《说文解字》用 21 年,扬
雄利用各方人士来京机会作方言调查,用 27 年始

成《方言》①。 即便是后人为辞书做二度注疏,也
往往以一人之功,集数年乃成,如段玉裁治《说文

解字注》,历时 30 年。
　 　 《玉篇》 《类篇》 的编纂,已见团队合作雏

形②。 第一部楷书字典《玉篇》标为顾野王所著,
但《梁书·萧子显传》所附《萧恺传》则有这样的

记载:“先是时太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玉篇》,太
宗嫌烦其详略未当,以恺博学,于文字成善,使更

与学士删改。”这一记载说明,《玉篇》是由萧恺和

别人共同删改。 萧恺为太学博士,具有政府背景。
《类篇》旧题为司马光所撰,但据考证,是王洙、胡
宿、张次立、范镇等人相继修纂的,书成之后,司马

光接手整理,进献皇帝。 《集韵》标明是丁度、宋
祁等人所撰,但实际是由司马光续纂完成。 《集
韵》也是对《广韵》陈、丘本的重修,所以《集韵》之
成书与《玉篇》《类篇》相类,体现着编纂人员历时

相续的特点。
　 　 这几部辞书体现着团队合作的萌芽,真正的

共时团队合作的辞书是《康熙字典》。 《康熙字

典》虽然有《字汇》 《正字通》的基础,但其在收词

立目、释义、检索体例等方面都有独自创造。 当时

清王朝召集 30 位学者集体编纂,总纂官张玉书、
陈廷敬主持,字典署名张玉书、陈廷敬,即有了

“主编”之职。 同时,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

渭、陈世儒等分工协作,历时 6 年,团队合作的优

势得到了充分体现。
　 　 由个人编纂到共时团队合作,是一巨大进步。
其优越性之一是时间短。 一部划时代的巨型辞书

《康熙字典》仅用 6 年,一部 106 卷的《经籍纂诂》
仅用 8 个月。 后世虽有朱起凤历时 30 余年发愤

著《辞通》的佳话,但已只是个例了。 后来大型辞

书编纂,如民国时期的《中华大字典》 《辞源》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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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据考证,《方言》现传本还是未定稿,后几篇当为调查词目
表。

团队合作编纂的模式也许很早就已出现。 据何九盈考证
(见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尔雅》的作者系齐鲁书生集体编
纂完成,但现在还缺乏明确证据。



海》《国语辞典》等,新中国第一次辞书规划的重

大标志性成果《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现代

汉语词典》等,无一不是“大兵团”的团队合作。
　 　 优越性之二是提高辞书质量。 个人的知识、
见解总是有限的,哪怕是硕儒大家。 个人修书出

现的错谬,往往要靠后人的二度注疏、考订才能弥

补。 集体编纂将个体智慧转化为集体知识,整合

转化得当便可扬长补短,避免许慎释“为”为“母
猴”的错误。
　 　 优越性之三是提高辞书内容的覆盖面。 一人

之力,难对语言文字做全面描述。 《康熙字典》收
字、收词、收义、收例都达到了古代辞书的最大

值①。 全书收字 47000 多个(具体字数有多种说

法),比《字汇》多收 13000 多字,到 1914 年《中华

大字典》出版前,《康熙字典》一直是我国收字最

多的通行字典。 而且,能将每字的不同义项都详

细列举,每一义项的例句又尽量引用初见古籍。
这些义项及书证的搜索、整理绝非一人所能胜任。
中国古代辞书众多,但在内容分量上可与著名的

《牛津词典》相媲美者只有《康熙字典》。
　 　 但团队合作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多人协作责

任不清,难让每人都全心投入,这会导致共同编纂

的辞书在体例及表达风格上常难统一,重复芜杂

之处颇多,如《康熙字典》的书证、凡例有不少明

显错误,后经王引之等学者的详细校勘、修订,错
误才得以逐步减少。
　 　 (二)政府由颁行者到引导者

　 　 辞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出版物,从古至今其

背后都有政府因素。 古代辞书多为政府颁行,或
是奉敕编修,或是编纂成书后进献皇帝再颁行全

国(如《说文解字》等)。 编写者的政府背景都十

分明显,编写中都融入了政府意志。
　 　 作为辞书萌芽的字表《史籀篇》,据传是周宣

王的太史———籀所作。 秦始皇统一文字,李斯书

写出标准字体《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

敬作《博学篇》;李斯为丞相,赵高为宰相,胡毋敬

官至中丞相,都是政府要员。 《说文解字》作者许

慎是五经博士,举孝廉,历任洨长、太尉阁祭酒。
《方言》作者扬雄任给事黄门郎,后召为大夫。
《释名》作者刘熙官至南安太守。 《玉篇》的署名

作者顾野王为太学博士、撰史博士,后官至黄门侍

郎、光禄卿、知五礼事。 《类篇》署名作者司马光

在哲宗时被召为门下侍郎,进尚书左仆射。 《康
熙字典》的主编张玉书为文华殿大学士,陈廷敬

先后担任康熙帝师、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康熙字典》总修官等职。
　 　 古代韵书承担着语音沟通的任务,也是科举

考试的遵循(如《礼部韵略》等),亦为治经之小学

工具,而经学是维护政府统治的思想武器,因此韵

书多纳入政府行为。 如《广韵》 《集韵》的修订无

一不是奉敕。
　 　 民国为推广国语,就有黎锦熙的《国音标准

字汇》。 新中国之初,辞书不合用,毛泽东、周恩

来都非常关注《新华字典》的编纂,直接批示过意

见。 而“文革”之后,面对“大国小字典”的尴尬局

面,相关部门开展过两次辞书规划:第一次重点是

补数量,解决社会对语文辞书的急需;第二次重点

是补类型空白,形成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辞书编

纂的空前繁荣。
　 　 从民国开始,政府对辞书的管理由颁布者逐

渐发展为引导者,辞书的编纂出版业务由出版社

负责,出版社在辞书生活中的作用日显重要。 如

商务印书馆的汉语辞书、中华书局的古汉语辞书、
外研社的双语辞书等,是辞书出版界的三大优势

力量。 再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因承担《辞海》的编

纂与修订而成为辞书重镇,湖北辞书出版社和四

川辞书出版社因承担《汉语大字典》的编纂、修订

而成为字典出版的高地。 为组织、编纂、出版《中
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词典》,还成立了两大专

门的出版社。 这些辞书出版社,形成了当今辞书

业的基本盘。
　 　 (三)编者身份由政府背景转向学者背景

　 　 古代辞书的编者多为政府背景,但是到了民

国,随着政府角色的变化,编者的身份也相应变

化。 例如民国时《辞海》的舒新城团队、《辞源》的
陆费逵团队、《国语辞典》的黎锦熙团队,基本都

是由专家学者组织。 虽然有些人仍有各种政府背

景,如黎锦熙有教育部背景,但编者团队已多是学

者,而黎锦熙个人在这里的学者身份更重要一些。
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新华字典》的魏建功团队、
《现代汉语词典》的吕叔湘、丁声树、李荣团队。
《汉语大词典》参与人员近 2000 人,核心人员是

专家学者。 《汉字大字典》已经形成多省区、多出

版社专家学者、出版家联动运作的编纂模式,团队

组织逐渐加大。 这些知识工程不但诞生了大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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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声篇海》等书放开收录死字、僻字,其收字数量较多,但
从辞书体例的典型性上无法与《康熙字典》相比。



典辞书,积累了“大兵团”管理协作经验,而且锻

炼了辞书队伍,培养了大批辞书编纂人才。

　 　 三、辞书业发展的三大目标

　 　 当前,我国的辞书事业进入二次转型期,有三

个显著特点:1. 随着中文国际教育、语言(文)教

学的发展,各种学习型辞书将有大发展;2. 传统辞

书向多媒体、融媒体的方向发展;3. 辞书市场呈现

重视用户、追求利润两大焦点。 海外六大英语词

典家族(牛津、剑桥、朗曼、柯林斯、韦伯斯特、麦
克米伦等出版社)以学习词典为代表的词典群已

经体现出了成熟的产业化特点,汉语辞书也已经

向语言产业[9] 的方向迈进。 “用户导向”正在发

挥愈来愈强大的作用。 辞书事业的发展,要有目

标。 这目标可以从辞书事业发展、辞书学研究和

对社会的文化影响等方面来考虑。
　 　 (一)辞书发展目标:优质辞书与数据库

　 　 在辞书事业发展的历史中,我国已经七大

“强档辞书”:《现代汉语词典》 (七版)、《中国大

百科全书》(三版)、《辞源》(第三版)、《辞海》(第
七版)、《大辞海》、《汉语大词典》(二版已启动修

订)、《汉语大字典》 (已完成二版修订)。 这七大

强档辞书应更加经典化,争取在世界辞书强者之

林中占据前沿地位。
　 　 在世界辞书的跑道上,有许多著名辞书领跑了

半个多世纪,如《牛津英语词典》(1989 年 2 版,61
万条词)、《德语大词典》(1965 年,33 卷)、《丹麦语

大词典》(1956 年,28 卷)、《法律宝库》(1987 年,16
卷)、《韦氏新世纪英语词典》(1987 年 3 版)、《现代

俄罗斯标准语词典》(1965 年,17 卷)等;如《不列

颠百科全书》 《大拉鲁斯百科全书》 《美国百科全

书》《德国百科全书》等。 这些辞书是标杆,既是学

习的目标,亦是超越的目标。
　 　 我们曾提出[10],中国语文辞书赶超的目标是:
收词数量,义项的齐全及义项切分的颗粒度,释义

的水平及语义特征的提取,例证或书证的丰满度

等。 百科辞书赶超的目标是:科学的前沿性,历史

与现实的客观性,大中小条目的均衡性等。
　 　 辞书编纂必须有语料库的支撑。 例如《牛津

英语词典》编撰和收录新词主要依据“英国国家

语料库” ( 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并拥有

4800 万词汇并以每年近 500 万词汇递增的“牛津

世界 阅 读 项 目 ” ( Oxford World Reading Pro-
gramme)。 我国应该拿出超常力量建设权威数据

库,这个数据库应当是:上百亿海量字符;古今并

重;多语体、多语域平衡;深加工的;站在科学前

沿;子库有针对性等。 没有这样的语料库,辞书编

纂将根基不稳,步履艰难。
　 　 (二)学术目标:理论与人才

　 　 辞书大国不仅要有好的辞书,还要有发达的

辞书学。 辞书学的发达与否,主要看有无影响世

界的理论。
　 　 当前,国际辞书界较为关注词典释义问题。 其

一,“词、物兼顾”的释义倾向。 语义性词典以释词

为主,适当兼容百科知识(物)。 百科辞书以释物

为主,适当兼容语文性。 例如新版《简明牛津词

典》对“水”的释义,就比较全面体现了这一倾向。
其二,后结构主义的新分布理论。 结构主义考察词

义,主要是看词语在短语和句子中的分布,后结构

主义的新分布理论,则是在海量平衡语料库中考察

词语在语境、语域中的分布特点,从而解释其意义。
这将大大补充乃至颠覆传统辞书的释义。
　 　 国际上的这种新趋向,我国的辞书学界必须

认真关注。 但是,我国也有悠久的辞书历史,创造

了独特的辞书经验,而且当今的辞书实践正在向

着“融媒辞书”的方向发展,这是在世界上最为领

先的辞书实践。 在如此的辞书经验与实践的基础

上,在借鉴国际辞书学成果的同时,经过努力一定

能够发展好中国的辞书学,创造出含蕴着中国辞

书经验、影响世界辞书学的理论。
　 　 辞书学的发展还表现在人才培养上。 我国尚

无辞书学的本科专业,研究人才一靠“学院”培

养,靠硕士点、博士点来培养;二靠“实践”培养,
在事业单位的辞书实践中来培养。 此外,辞书学

会的辞书培训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学院培

养,有较好的学养,但要注意接触辞书事业的实

践,学术的真谛是研究和解决事业发展中的问题,
而不是书斋中的苦思冥想。 事业单位的工作者了

解事业发展的实际,但在学理方面会有欠缺。 这

两支人员要在相互尊重、相互合作交流中扬长补

短,成长为一支既有厚重学术底蕴、又了解中国辞

书发展实际的人才队伍。
　 　 (三)社会目标:存储集体记忆与社会知识服务

　 　 辞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构建民族与国家的

“集体记忆”。 一个共同体必有自己的集体记忆,
一个共同体的形成必须构建自己的集体记忆。 辞

书在构建集体记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词条

的选立、解释、配例到辞书的附录,以及辞书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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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语文工具与知识架构,都无不发挥着构建集

体记忆的作用。 辞书的审评除了技术规范之外,
主要审评的就是辞书所体现的集体记忆问题。 辞

书不仅在构建集体记忆,而且也是集体记忆的存

储库;用户通过词条查询,也是在潜移默化地接受

集体记忆。 由此可一言蔽之:辞书是集体记忆的

建构者、存储者和传播者。
　 　 辞书也是由诸多词条构建的知识体系。 语文

辞书是语言文字的知识体系,专业辞书、百科辞书

是某专业或百科的知识体系。 这些知识体系既是

民族和国家集体记忆,也承担着社会知识服务的

重要任务。 国无辞书,便无文化。 特别是以中文

为载体的辞书,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中华文化的显示器。 一个语言拥有的词汇量,
表征着这一语言及其所负载文化的蓬勃水平。 每

个词条都有一个“语言故事”,都有一个 “文化故

事”,甚至还有一个“编纂故事”。 词典是词汇之

仓,故事之库,亦是文化纵向传承、横向流传的载

体,是知识索解之源。 词典编纂是在梳理和诠释

词汇,也是在整理人类的文化与智慧,是知识的汇

聚治理工程。
　 　 辞书要完成知识服务的社会重任,应当具有

“全、新、便”等特点。 首先是辞书的内容要全。
辞书编纂要继承此前的辞书内容,总结国内外各

学科的成果,更要注意利用互联网的大数据。 互

联网已经成为当今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现代

学术的肥沃“田野”。 从互联网中获取语文知识、
学科知识,并将其编辑入典。 其次要新。 平面媒

体时代的辞书,因讲求规范权威而不能便捷反映

时下的新现象,再版更新时间长也耽误许多新知

入典,这是传统辞书活动必须补助的问题。 此外

就是要方便用户使用,首先是提供查检的方便,然
后要考虑“精准投送”。

　 　 四、融媒辞书

　 　 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的今天,世界已经

进入融媒体、智媒体时代[11-14]。 辞书已经有多种

媒体形式,多种运营模式,有的学者已经关注到这

一问题[15]。 当前我国的辞书事业发展正处在一

个关节点上,由平面辞书向融合辞书发展。 当前

最大的现实问题之一是:线上辞书缺乏足够的权

威性;平面媒体辞书有权威,但已经不是“首查”
“常查”之辞书。 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

发展融媒辞书,在于线上线下有机结合。

　 　 (一)融媒体与辞书

　 　 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优势与新媒体的特

点融合起来,互补长短,“好用+有用”便如虎添

翼,成为“飞虎”。 融媒体的特点体现为以下四个

方面。
　 　 1. 各种媒体迭代而存。 平面媒体、有声媒体、
网络媒体等新老媒体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取
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

中,各种媒体并存共生,各展其长。 这些并存共生

的新旧媒体,不是孤立存在,“你是你,我是我”;而
是相互“关联”,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深度融合后甚至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2. 碎片化。 信息时代,接受信息、思考问题等

主要用碎片化的时间,比如用开车的时间听广播,
在地铁上读网络书等。 这要求信息的传递方式也

必须碎片化。 接受信息的碎片化,信息传递的碎

片化,成为新时代交际的一个重要特点。
　 　 3. 交互性。 传统媒体也讲究编者与读者之间

的交互,“读者来信”就是。 但传统的交互方式时

间较长,也不是媒体的重要任务,顶多体现媒体的

读者服务精神。 现代媒体讲究的是方便快捷的交

互。 交互有“即时交互”和“异时交互”,“即时交

互”是点对点的同时交互,比如微信电话、远程视

频等;“异时交互”是发信者和接受者不必同时对

话,发信者发出信息,接受者延时回馈。 微信、留
言就是异时交互。 异时交互的信息传递更自由,
也给接受者留下时间余地。 就微信而言,一般多

用文字方式,因为文字便于一目十行地阅读,可以

快捷地接受信息。 但是发信人就辛苦些。 发信人

还常用一些表情符号,以便把信息发送得快捷、直
观。 “交互性”对媒体来说还有更大的意义。 当

媒体与读者的交互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分不

清谁是信息的发送者,谁是信息的接收者,“信息

角色”会发生重大转化,信息的发送者、接受者角

色互换。
　 　 4. 交互“红利”。 媒体与读者之间,传统上通

过赠阅报纸、杂志等方式来鼓励读者的参与;现代

媒体与读者之间更是重视交互“红利”。 比如网

络游戏到某一级就配备上新装备,力量大增;学习

强国 APP 积分,也有激励性。 APP 版《现代汉语

词典》《新华字典》也引进了字词游戏,进行红利

激励。 这种交互红利有短时性、激励性和可“存
储性”等三个特点。
　 　 (二)跨界关联

·5·



　 　 融媒体的以上特点正在改变传统辞书,形成“融
媒辞书”。 融媒辞书改变了辞书的组织方式、表现方

式和使用方式,其最大的特点是“跨界关联”。
　 　 1.不同媒体的融合。 融媒体是新媒体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媒体融合的理念自 1983 年提

出,已有 36 年历史。 现在多数人对“融媒体”的看

法,仍然是“全媒体”的,即:把所有的媒体集中容合。
“容合”是物理的加合,“融合”是化学的“化合”。 把

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等集中起来,
不算融合,只能算是“多媒体”或“全媒体”;只有融合

起来,才能叫“融媒体”。 融媒体的关键是“融”,是把

传统传播方式纳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这两大领

域中。 传统媒体拥有丰富而权威的内容,有优秀的

记者和新闻守门人,新媒体有高超的互联网技术,合
乎青年人的阅读习性。 把权威内容与高超的互联网

技术结合起来,融合起来,形成媒体内容的全新的生

产方式、组织方式、表现方式和使用方式。
　 　 2.编纂者与用户之间的融合。 用户是辞书生活

的核心角色,辞书生活的核心理念应是一切为了辞

书用户。 要深入了解用户在今天的辞书需求和检索

习惯,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用户的辞书需求,支持现

代用户的检索习惯。 并根据用户的辞书需求和检索

习惯,改良辞书编纂,改良辞书检索功能,改良辞书

模样,改良辞书的出版发行。
　 　 重视用户使用辞书的数据,了解不同用户的使

用特点,从而可以更好地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 用

户可以对词条提出各种意见,这些意见有些可以成

为词典的补充,这样的情况多了,读者也就具有了编

者的身份。 编者与读者的身份也就逐渐融合了。
　 　 3.辞书与相关资源的融合

　 　 融媒辞书不只是技术上的发展,更是各种资源

的融合运用。 比如文字内容与技术资源融合,加入

音频、视频、动画、图形、图像、虚拟现实(VR)、增强

现实(AR)等之后,会出现一系列的创新,如用新呈

现形式、编码形式辅助或取代传统文本形式,如与

“可穿戴(随身随用性)”电子产品结合。
　 　 也可以探索辞书资源之间的融合,形成“辞书联

盟”,读者可以从一个入口,查得多部甚至是全部辞

书的知识支持。 甚至也可以探讨辞书与其他电子著

作、数据库的关联,形成庞大的“知识联合体”。

　 　 五、结语

　 　 辞书构建、存贮、传播着民族和国家的集体记

忆,辞书整理着民族及人类的知识,是极为重要的

社会知识服务体系。 我国是辞书的古老国度,历
史上编纂了大量的辞书,编纂的方式也与时嬗变,
积淀了大量的辞书经验。 而今出版业正在进入融

媒体时代,知识的负载方式、传播方式、使用方式

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我国的“辞书生活”已
经逐步成形,与“语言生活” [16] 互映。 中国的辞书

业面临机遇与挑战,中国的辞书学面临着崭新的研

究课题,出现了巨大的学术创造空间。 如何总结国

内外辞书业和辞书学经验,定义“融媒辞书”,攀登

“融媒时代”制高点,让国人过好智能时代的辞书

生活,是中国辞书人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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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e and Use of Explanator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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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Explanatory words are the means and tool helping explain senses, but they are not the part of
senses themselves. Whether explanatory words are used or not does not concern senses themselves and the
compiling quality of dictionaries. Explanatory words’ existence value lies in helping the society understand sen-
ses of entries. In explaining senses, whether explanatory words are used or not mainly depends on the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s of dictionary compilation. The use of explanatory words must be well suited with their places
and they must be used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Key words: explanatory word; nature; value orientation; use;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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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Trend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ictionary

LI Yuming1, WANG Donghai2

(1.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Language Resour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Firstly, the paper recalls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hat Liu Shuxin and Zhang Zhiyi have
made in the dictionary compilation and lexicographical theory. Secondly, it discusses the three major transfor-
mations that have happen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ictionary: the dictionary compilation transferring from
individual work to teamwork, the role of government changing from promulgator to guider, and the compiler i-
dentity switching from governmental background to academic one. Thirdly, it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goal of
dictionary development is to compile high-quality dictionaries and build high-quality databases, the academic
goal is to create the theories and cultivate the talents, and the social goal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dictionary in storing collective memory and providing social knowledge service. Finally, it shows that the char-
acteristic of media convergence era is the iteration and existence of various media, the fragmentation and inter-
action of message delivery. The essence of so-called “media convergence dictionaries” is the trans-boundary
correl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media, compilers and users, and dictionaries and related re-
sources. The development from paper dictionary to media convergence one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the fourth
major transform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ictionary.
　 　 Key words: dictionary; Liu Shuxin; Zhang Zhiyi; media convergence dictionary; trans-boundary corre-
lation; historical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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